科技型在孵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国家级孵化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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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型企业为规避市场风险选择进入孵化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与在孵企业接触时因信息的缺失与不对称，导致孵化器难以准确提供入孵企业成长所需要素，因此研究科技型在孵企业成长影响因素尤为重要。首先，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在孵企业成长的15个影响因素；其次，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应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得出五大影响因子：孵化器服务能力、创业者能力、公共服务及政策、科研能力及融资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五大影响因子对科技型在孵企业成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创业者能力与孵化器服务能力对其影响权重较大。最后，从政府、孵化器以及在孵企业3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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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technology enterprises choose to enter the incubator for avoiding the market risk selection. The incubator i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provide hatching enterprise elements required for its growth as in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oriented enterprise incubator and the incubated enterprises contacting was shot and asymmetrical. Therefore, it is quite important to study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high-technology incubated enterprises. At firs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summarized 15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incubated enterprises’ growth .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explored five main factors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hich including incubator service capacity, entrepreneur ability, public service and policy,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financing 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ve factor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tech-enterprises, and the ability of entrepreneurs and the ability of incubator service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tech-enterprises. Above all, I threw out relate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the incubator, and the incub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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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1987年全国只有2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到2016年年底达到了3 255家，全国纳入“火炬计划”的众创空间有4 298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有3 255家、企业加速器有400余家，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对我国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贡献日益增强，创新型经济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科技型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载体，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其创新活力被逐渐激发，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也显著增强。而科技型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成长的属性，易遭受外界环境中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破产，企业面临较高的失败率与死亡率，企业的成长性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抢得先机、谋求生存，更多的新生科技型企业选择进入科技型孵化器（简称孵化器）来规避风险。孵化器作为企业与外部资源联结的服务机构，依据企业成长需求，利用自有平台提供政策、信息及资源等方面的服务支持，有效降低企业资源认知搜寻成本，进一步规避与降低企业成长风险与企业成长成本。

科技型孵化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巨大的推动效力，特别是在培育科技企业成长的进程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孵化器在我国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但是科技型孵化器已培养了大量的优秀高科技企业，且一部分成熟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科技型企业在孵化器内孵化时受外部约束力量加剧、企业竞争不可规避性以及资源有限性的影响，因此有效利用孵化环境和社会网络来提高企业存活率与破解在孵企业成长难题是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有效地促进在孵企业成长，政府、孵化器以及社会网络（包括投融资机构、科技研发机构以及第三方中介、咨询服务机构等）从不同层面为企业成长提供各项支持和服务，构成了促进企业成长的多种孵化要素，这些孵化要素在孵化体系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的成长进程[1]。面对孵化体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明析影响在孵企业成长的孵化关键要素，为孵化企业提供良好的孵化环境就需要新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与之配套。

2  研究文献回顾
    企业成长理论发展至今已经趋于成熟，在彭罗斯提出基于企业内部动力因素研究企业成长之后，国内外学者着重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能力观与创新观的企业成长理论，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与继承。
2.1 基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成长

彭罗斯[2]认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基于战略管理范畴，资源观认为重要决策都要考虑资源因素，而不是受制于已有的产品。它以独特视角将资源和企业竞争力关联起来，深刻地阐述了资源在竞争力构建、保持和强化策略实现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将资源分为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内部资源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杨华峰等[3]认为企业内部资源（知识扩散网络、能力组合及治理结构等）对企业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各项能力都是建立在内部资源基础之上，而如何有效利用内部资源是促进企业成长的关键。相较于内部资源，企业的外部资源对其自身的成长同样具有显著影响。Elenurm[4]研究发现丰富的外部资源是企业成长的有力保障，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社会资本与企业商机，还能整合若干盟友协作开发全新市场以获取跳跃式成长绩效并集体弱化不利威胁；刘红丽等[5]通过对102家在孵企业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在孵企业的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的生存绩效、成长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从在孵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3个方面提出促进在孵企业知识获取及创业绩效的对策。因此，优化外部资源结构、获取社会资本是促进企业成长的有效手段。此外，动态学资源观也验证了企业外部环境效应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举足轻重。

企业的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是相通的，企业在外部经济环境和相关性经济机遇的影响与刺激下产生成长动机，通过企业内部的管理能力资源和执行能力资源产生生产能力与生产行为，进一步提高在孵企业自身内部资源积累能力及企业外部资源获取能力。
2.2 基于能力观的企业成长

在彭罗斯的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发展前提下，普拉哈拉德[6]继承发展并形成了企业能力观的企业成长理论，认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知识、技术经验成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对加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企业竞争力来源于企业所拥有的优势资源，而企业优势资源所能产生的产品或者服务质量取决于知识、人才的拥有量以及企业管理能力。能力观着重突出于研究资源观忽视的2个关键方面：一是企业获取优势资源后须更新管理能力来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二是企业知识与能力的调整、重组有利于企业对优势资源的进一步获取。目前对于企业管理能力的界定尚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管理经营能力包括创业者经营能力、创业者风险承担能力、创业者决策能力以及创业者行业经验等。其中，创业者经营能力、创业者风险承担能力、创业者决策能力决定了企业所能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最终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创业者行业经验是影响企业成长绩效的重要初始条件，Vanacker等[7]验证了行业经验相当程度上与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安宁等[8]以科技型在孵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行业经验和创业经验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影响。

能力观强调智力资本、人力资源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尤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创业者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有机结合与合理利用对企业成长至关重要。张力等[9]基于孵化互动视角，依据合作生产理论，通过对132个入孵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与经历创业孵化过程的企业样本数据研究，认为创业专业性人力资本是影响在孵企业成功毕业的关键因素；此外，创业者能力和创业经验的交互效应同样影响在孵企业的成功毕业。胡小龙等[10]通过对合肥、西安和南京3个城市的在孵企业研究发现，孵化网络能够有效促进在孵企业获取知识，知识联结与共享进一步提升在孵企业的创业绩效。

2.3 基于创新观的企业成长

在研究企业成长过程中，丘吉尔和刘易斯建立了企业成长5阶段理论模型：创新成长、指导成长、授权成长、协调成长以及合作成长[11]56。在孵企业属于企业成长的第一阶段，因此基于创新观的企业成长理论研究在企业成长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企业家创新和企业创新是企业成长的源泉，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持续成长，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获取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技术以及实现战略创新上。Husted[12]研究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创新资源的创造力能够整合企业资源、深化企业合作创新、丰富企业网络结构资本形态以及成就企业信任网络，进而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以潘汉尔德和哈默为代表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强调了企业内部的资源、核心技术和技能等核心能力提升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尤其是以核心技术创新和技能提升在内的综合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11]57。陈富强[13]按照企业现实发展情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明确战略创新要点，进而采取差异化的措施，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获取以及持久稳定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于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企业来说，战略创新的优势就是能够借助企业的战略转变促使企业动态环境发生一定的变化，并逐步构建新的运行秩序，促使企业在新时期获得新的发展。
企业创新往往依托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内生耦合。邱国栋等[14]基于系统思考的思维模式，运用扎根理论与耦合度模型，揭示了企业内部创新耦合效应的生成机理，得出了企业创新体系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通过经济、技术、关系维度的双向嵌入，继而产生了二者间粘合、协同并继续发酵溢出的系列耦合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使企业强劲成长的结论。同时，许多学者对科技型企业成长也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如宋清等[1]通过多次分析讨论和专家访谈等方法研究表明，政府层次的优惠政策支持对科技型企业成长能力提升具有直接的影响；孔令夷等[15]基于文献调研法研究认为，政策、制度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崔静静等[16]通过建立税收优惠与孵化服务的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优惠政策有效期限与在孵企业及孵化器绩效的正向关相关。
无论处于哪一个阶段，企业都必须面对持续成长与夭折破产的2条路径，而且企业必须面临不同的成长阶段。为促进企业成长，如何有效在企业强烈成长期望与资源获取困境之间搭建桥梁，这是孵化器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以上文献调查，完成在孵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研究的初步工作，并按照研究视角进行分类整理，如表1所示。基于本文研究的是孵化环境中各个因素对在孵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建立如表1所示的影响因素，通过进一步分析获得最终的一、二级指标。
表1  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

	研究视角
	研究内容

	资源观
	企业自有资金、科研技术、风投资金、孵化器场地面积、孵化器孵化资金

	能力观
	研发人员、创业者经营能力、创业者风险承担能力、创业者决策能力、创业者行业经验、孵化器内知识共享程度、孵化器的创业导师数量、孵化器管理与组织能力

	创新理论
	公共服务平台的健全性、相关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力度


注：依据CNKI文献的梳理
3   影响科技型在孵企业成长因素的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方式主要有2种，分为网络问卷和纸质问卷，对天津市国家级孵化器中的部分在孵企业进行随机发放与调查。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初创阶段的在孵企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设定问卷发放对象的选择标准为：（1）严格按照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津科计[2010]196号）选择科技型在孵企业为研究对象；（2）选择企业成立时间在1年以上的企业；（3）剔除问卷信息缺失率达50%以上的问卷；（4）对于经济严重亏损的在孵企业视为无效问卷。问卷回收情况：共发放问卷145份，有效回收95份，回收率为65.5%。样本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从样本结构来看，所选企业拟毕业时间大部分是5年之内，占到94.84%；企业规模50人以下的占97.9%，表明大部分企业都是新创企业；企业年收入100万元以下的有75%，大部分属于中小型企业；企业入孵时间也是3年以下居多，占到了86.32%，因为一些孵化器规定的孵化时间是3年，3年后要离开孵化器。因此，样本的总体结构特征符合本研究要求。

表2  样本基本情况
	特征
	分类指标
	频数/次
	有效

比例/%
	特征
	分类指标
	频数/次
	有效

比例/%

	入孵时间
	＜1年
1～2年

2～3年

3～5年

≥5年
	8

52

22

10

1
	8.42
54.74

23.16

10.53

2.11
	企业拟毕业的时间
	1～2年以后

2～3年以后

3～5年以后

≥5年以后
	8

41

41

3
	8.42

43.16

43.16

3.16

	员工数量
	＜10人10～30人

30～50人

50～100人

≥100人
	39

49

5

1

1
	41.05

51.58

5.26

1.05

1.05%
	年销售

收入
	＜50万元

50万元～100万元
100万元～300万元
300万元～500万元
≥500万元
	59

12

7

5

12
	62.11

12.36

7.37

5.26

12.63%

	工程师

比例
	＜1%

1%～3%

3%～5%

≥5%
	4

2

4

85
	4.21

2.11

4.21

89.47
	工程师

数量
	＜5人

5～10人

10～20人

≥20人
	35

37

13

10
	36.84

38.95

13.68

10.53


从表3中可也看出，80%的被调查者属于中高层管理者，对于企业的成长有宏观的掌控能力，能够相对透彻地了解企业基于市场竞争环境条件下各种要素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表3  被调查者的工作职位
	调查者工作职位
	样本数量/位
	有效比例/%

	高层主管
	69
	72.63

	中层主管
	7
	7.37

	基层主管
	7
	7.37

	工程技术人员
	5
	5.26

	其他
	7
	7.37

	合计
	95
	100


3.2  数据分析
3.2.1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应用统计软件SPSS 22.0，采用反映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 s α系数，分别对在孵企业成长影响因素进行信度检验。Cronbach' s α系数是衡量信度的指标，该数值越大表示信度越高。信度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各题项的总体值为0.801，处于0.9与0.8之间，总体上具有很好一致性，故保留所有题项，表明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4  因子的信度检验结果
	Cronbach的α
	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的α
	项数/项

	0.801
	0.802
	15


根据因子分析相关研究，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本研究的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KMO=0.731，Bartlett球度检验的χ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远小于0.05），拒绝了相关系数为单位矩阵的原假设，说明该调查数据已经达到进一步分析的必备条件。

表5  因子的KMO与Bartlett鉴定

	检验类型
	KMO值
	近似卡方
	df
	Sig

	Kaiser-Meyer-Olkin 检验
	0.731
	
	
	

	Bartlett的球形检验
	
	929.854
	105
	0.000


3.2.2 因子分析结果
经过SPSS 22.0软件的计算分析，得出所有的主因子特征值以及每一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以及解释率分别如表6、表7所示，五大主因子的解释率累计为79.135%，而且五大因子的特征根值均大于1，可见采取因子分析方法获取5个主因子的措施是可行的。             

表6  因子的分析-主成分析结果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特征根
	方差的%
	累积%
	特征根
	方差的%
	累积%
	特征根
	方差的%
	累积%

	1
	4.707
	31.378
	31.378
	4.707
	31.378
	31.378
	3.96
	26.4
	26.4

	2
	3.344
	22.294
	53.672
	3.344
	22.294
	53.672
	3.484
	23.225
	49.625

	3
	1.669
	11.13
	64.802
	1.669
	11.13
	64.802
	1.886
	12.575
	62.2

	4
	1.129
	7.527
	72.329
	1.129
	7.527
	72.329
	1.476
	9.841
	72.041

	5
	1.021
	6.807
	79.135
	1.021
	6.807
	79.135
	1.064
	7.094
	79.135

	6
	0.627
	4.179
	83.314
	
	
	
	
	
	

	7
	0.545
	3.63
	86.945
	
	
	
	
	
	

	8
	0.472
	3.146
	90.091
	
	
	
	
	
	

	9
	0.386
	2.575
	92.666
	
	
	
	
	
	

	10
	0.36
	2.398
	95.065
	
	
	
	
	
	

	11
	0.289
	1.928
	96.993
	
	
	
	
	
	

	12
	0.147
	0.979
	97.972
	
	
	
	
	
	

	13
	0.138
	0.917
	98.888
	
	
	
	
	
	

	14
	0.101
	0.674
	99.562
	
	
	
	
	
	

	15
	0.066
	0.438
	100
	
	
	
	
	
	


                   表7  因子分析-旋转后的负荷矩阵
	指标
	因子

	
	1
	2
	3
	4
	5

	科研技术
	0.097
	0.103
	-0.131
	0.789
	0.144

	研发人员
	0.075
	-0.009
	0.051
	0.864
	-0.068

	获得风投资金
	-0.012
	0.015
	-0.056
	0.060
	0.976

	企业自有资金
	0.450
	-0.462
	0.534
	0.089
	0.233

	孵化器的孵化场地面积
	0.747
	-0.150
	0.307
	0.045
	-0.003

	孵化器的孵化资金
	0.899
	0.185
	0.068
	-0.011
	0.048

	孵化器的创业导师数量
	0.862
	0.136
	0.255
	0.013
	0.064

	孵化器内知识共享程度
	0.880
	0.106
	0.117
	0.075
	-0.016

	孵化器管理与组织能力
	0.838
	0.035
	0.037
	0.156
	-0.095

	创业者的经营能力
	0.100
	0.833
	-0.117
	0.167
	0.064

	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
	0.028
	0.943
	0.007
	-0.010
	-0.010

	创业者的决策能力
	-0.054
	0.912
	0.223
	-0.011
	0.034

	创业者行业经验
	0.236
	0.843
	0.074
	0.003
	-0.059

	相关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力度
	0.217
	0.216
	0.817
	0.067
	-0.077

	公共服务平台的健全性
	0.201
	0.008
	0.814
	-0.178
	-0.042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我们可以确定5个主要成分因子：孵化器服务能力F1（孵化器的孵化场地面积、孵化器的孵化资金、孵化器的创业导师数量、孵化器内知识共享程度、孵化器管理与组织能力）、创业者能力F2（创业者的经营能力、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创业者的决策能力、创业者行业经验）、公共服务及政策F3(相关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力度、公共服务平台的健全性)、科研能力F4（科研技术、研发人员）、融资能力F5（获得风投资金、企业自有资金）5个主要关键因素，如表8所示。

表8  五大因子及权重
	主成分因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旋转平方和载入的解释率/%

	1
	孵化器服务能力F1
	孵化器的孵化场地面积
	0.034 0
	0.305 1


	26.400

	
	
	孵化器的孵化资金
	0.074 5
	
	

	
	
	孵化器的创业导师数量
	0.073 6
	
	

	
	
	孵化器内知识共享程度
	0.067 3
	
	

	
	
	孵化器管理与组能力
	0.055 7
	
	

	2
	创业者能力F2
	创业者的经营能力
	0.112 8
	0.428 7


	23.225

	
	
	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
	0.105 9
	
	

	
	
	创业者的决策能力
	0.105 1
	
	

	
	
	创业者行业经验
	0.104 9
	
	

	3
	公共服务

及政策F3
	相关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力度
	0.052 1
	0.064 9
	12.575

	
	
	公共服务平台的健全性
	0.012 8
	
	

	4
	科研能力F4
	研发人员
	0.061 2
	0.122 4
	9.841

	
	
	科研技术
	0.061 2
	
	

	5
	融资能力F5
	获得风投资金
	0.072 2
	0.078 9
	7.094

	
	
	企业自有资金
	0.006 7
	
	


根据各因子得分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科技型企业成长能力函数：

I=0.305 1F1+0.4287F2+0.064 9F3+0.122 4F4+0.078 9F5
3.3 研究结果

基于权重的研究分析，从影响科技型在孵企业成长的五大主要因素看，5个因素都对其成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一，创业者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创业者的经营能力、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创业者的决策能力以及创业者的行业经验均对科技型在孵企业成长具有最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作为在孵企业的内部成长动机，创业者作为企业中特殊性质的人力资源，稀缺性是其本质特征，其在企业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企业核心能力角色，创业者能力的整体提升可以加速企业的健康可持续成长。对科技型在孵企业来讲，创业者就是企业的“大脑”，创业者掌握企业本质方向的发展趋势，创业者经营能力及其决策水平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命途。因此孵化器在培养企业家的同时应该注重选拔、培养有潜力的创业者及其团队，在对在孵企业进行培训时应该注重提高在孵企业创始团队的经营能力以及决策能力。
第二，孵化器服务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孵化器的孵化场地面积、孵化器的孵化资金、孵化器的创业导师数量、孵化器内知识共享程度以及孵化器的管理与组织能力均对企业成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孵化器的孵化场地面积对在孵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最低，孵化基金对在孵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最高。孵化器服务能力主要体现在管理能力、指导能力、投资能力等，新生的科技型企业面对巨大的孵化环境，缺少经验；必然需要孵化器的指导与培育，孵化器提供的服务质量越好，企业成长面临的困境越容易解决。目前越来越多的孵化器已逐步完成从“二房东”到“企业导师”角色的转变，因此孵化场地面积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较低。孵化器的导师数量与孵化资金对企业成长至关重要。

第三，科研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在孵企业以及孵化器中的研发人员和科研技术对于在孵企业的成长同等重要。研发人员和科研技术是科技型在孵企业R&D的核心支柱，是企业成长的“心脏”，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科研技术与科研人员是企业持续发现、挖掘、利用新产品、新服务，实现科技研究到成果产品化的过程，是不断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研发人员与科研技术是企业面对社会市场竞争的有效盾牌，也是获取稀缺资源的有效保障。基于技术持续创新与企业成长存正向相关关系，但是企业成长性的提高在技术创新持续增强的过程中趋于平稳，也就是所谓的企业成长瓶颈，为有效规避成长瓶颈，应有效提高科技转化率与及时把握技术创新方向，使之符合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培育实用高效的技术创新。

第四，融资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融资能力从侧面体现的是企业配备或控制资金的充裕程度与资金积累空间。企业资金是在孵企业成长的“血脉”，资金流动速率越高，则企业“造血能力”越强、企业成长空间越大。在孵企业成长初期必然需要自有的资金流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随着企业成长，需要更多的的资金投入，但是政府政策资金有限，要想获得企业进一步成长，需要与社会市场的投资机构建立联结，获取风投资金，尤其是科技型在孵企业，企业成长的诸多环节依赖于科技研发与创新，均需要大量的资金供给，但目前企业后期投资不足已经成为企业成长的瓶颈。科技型在孵企业获取投资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2个方面：企业高度依存技术革新，技术革新周期短且资源成本高，导致投资高成本、高风险；科技型在孵企业规模小、贷款资本低、企业信誉度低，导致企业难以获取投资者的信任。此外企业的融资能力还取决于企业所在孵化器的投融资服务质量、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国家层次对于企业的法律保护力度的影响，因此国家相关立法是促进企业成长的有效保障。
第五，公共服务及政策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基于成长的机会性研究来看，公共服务平台的健全性以及相关政策对科技型在孵企业的成长影响并不强，显然不符合常理猜测。公共服务及政策属于企业的外部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却自身难以加以控制的社会环境，例如金融政策、财税优惠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及相关法律体系构建等。科技型在孵企业这一特殊集群更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保护，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政策的不明确性，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效力的发挥，从而影响到企业对政策的全面认知与准确解读，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也能得到合理解释。
4   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得出，在科技型在孵企业（主要是种子期或者初创期）成长过程中，创业者能力因素和孵化器服务能力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在入孵企业的初期，资金、研发能力以及政策的影响能力对于新生的科技型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自2010年天津市委、市政府实施“天津市科技小巨人成长计划”以来，天津市科技企业孵化体系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止到2015年1月1日，科技企业孵化器从2010年的28家发展到124家，孵化面积从120万m2增加到269.4万m2，累计孵化毕业企业数发展到1 798家，科技型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天津全市的1/4，从业人员年均收入均超过7万元，高于全市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40%。截至2017年7月底，全市科技型企业总数达到94 654家，科技小巨人企业累计达4 158家。天津市逐步形成了稳健的科技孵化网络环境。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创业环境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强度的不断增强，天津市孵化器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和转型期。基于物理空间与物力资源的有限性，现有孵化器的空间规模扩张模式已经面临极大的瓶颈，只有对创业企业进行深耕细作，沿着服务优化和创业投资的路径进行新的探索，才可能找到未来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孵化绩效以及实现“孵化器+企业”协同发展的最终目的，政府、孵化器以及在孵企业等应该加强各方的互动，这样不仅能促进企业成长，同时还能提高区域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为在孵企业的产业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

为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号召，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在孵企业、孵化器以及政府三方分别提出相关建议：
    （1）针对政府的相关建议：
1）制定优惠政策，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政府立法是促进孵化器以及在孵企业发展的关键。政府作为孵化器运营的倡导者，须运用政府职能优化孵化环境：一是，明确孵化器的职责权益，使孵化器在运营过程中有法可依，促进孵化器企业运营合法化；二是，确立企业成长的支持性辅助政策，营造在孵企业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健全税收减免政策，运用国家财政降低孵化器和入孵企业运营成本，吸引更多的民间机构进入孵化器。

2）开辟多样性的融资渠道。以往研究结果表明，种子期的在孵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不如其他影响因素明显，但是随着企业成长，特别是企业由初创期到扩展期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的投入，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多样性的融资渠道。总结美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建议：一是，建立企业公开机制，企业运营公开透明化，让投资者明析企业的投资前景，激励更多的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等民间资本的注入；二是，通过税收减免政策和加大科技成本投入来增加科研费用；三是，促进孵化器与盈利性组织建立经营合作关系，比如和区域地产商合作，通过出租产地获得收益。

3）建立人才开发与引入机制。孵化器及在孵企业的从业人员数与孵化器绩效和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的关系，因此采取高素质人才吸引与培育措施是提高企业和孵化器绩效的有力保障，特别是具有留学经验的高科技人才和优秀管理人员。建议政府建立海外回归人才聘用与保护机制，增强孵化器管理团队的综合能力，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4）完善科技奖励制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强调，科技奖励制度是鼓励自主创新、激发人才活力、营造创新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科技奖励虽然可以有效提高科研积极性，但是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制度是科技市场高效运行的有力保障。
5）建立完善的孵化器绩效评估体系，建立健全孵化器审核制度。开辟第三方信息公开平台，发布孵化器运行程序的相关数据，成立合法组织部门对孵化器进行定期的评估与审查，建立“政府—第三方—孵化器”互动平台，明确各方的职责与权益，一方面监督政府部门对政策的执行力度，一方面审查孵化器运行程序的合法性与经济性。同时，在透明化的制度下，降低孵化器与初创企业“合谋”占用资源的机会，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2）针对孵化器的相关建议：
1）提供专业性指导服务，提高孵化器服务质量。孵化器作为企业成长的摇篮，是提供满足企业发展与创新需求的优质服务，是企业成长的外部保障。孵化器不应仅是企业“二房东”的角色，更应该成为其“导师”，对于技术以及经验不足的新生企业，孵化器应该为其提供技术资金的支持以及配套导师的指导。提高孵化器的服务质量，首先建立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借鉴欧美国家成功孵化器管理体系的经验，建议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孵化器高级管理人员选择公开招聘、公开竞争；二是，以奖惩制代替固定工资，激励孵化器员工的积极性；三是，招聘著名学者或教授参与企业管理，提高服务的专业化程度。

2）提高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质量。第一，孵化器利用自身优势，构建孵化器内各企业间沟通的开放性公共服务平台，定期组织在孵企业进行研讨和交流，为内部企业间的合作提供帮助；第二，孵化器积极与大学、科研机构联系，使自身成为在孵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间的联系及协作的桥梁和纽带，推进产学研进一步结合，实现企业产业化；第三，孵化器利用自身丰富的孵化关系网络，与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建立密切的“资金-技术产业链”，撑起区域科技发展的经济后盾。

3）加快转变孵化器运营管理模式。目前我国 孵化器主要采取以政府资助为主、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运营管理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孵化器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已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建议孵化器以企业化管理模式代替事业型管理模式，激发孵化器自身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固然，在孵化器初期，政府的资金政策必不可少，但是政府应该逐渐退出对孵化器的主导地位，用市场机制调节孵化器的发展，采用引导与激励的方式，通过税收、补贴等多种优惠政策和措施刺激孵化器成长与发展，促进其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4）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强化知识与社会资本共享。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各企业在技术、资金和市场等方面很难实现有效合作，因此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建立有效的纵向、横向信息沟通机制：纵向沟通主要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及时反馈信息、传达信息，引导各个孵化器企业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横向沟通主要发挥资源共享优势，做到市场信息共享、技术信息共享、人力资源信息共享，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创造协同效应。

    （3）针对在孵企业的相关建议：

    1）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创业者综合实力。在知识经济时代，良好的经营管理能力、决策能力以及承担风险能力是优秀的创业者必备的素质，同时也是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关键。为提高创业者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管理团队，培养和引进人才。公开招聘专业人才以及专业管理人员，选拔优秀员工进行专业培训或者外出深造学习，并采取自由流动、来去自由的组合方式，为企业成员提供优越的创业空间和工作环境。同时，广泛吸收优秀学者作为企业规划以及运营策略的指导者。二是加强企业团队凝聚力，强化企业抗压能力。企业团队的高凝聚力往往有利于企业内部环境的稳定，有利于企业面对动荡的外界环境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

    2）提高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企业应当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积极调整优化现有科技计划、专利技术、自有资金以及其他科研经费，优化自身资源结构为技术创新提供优质保障。同时企业应在生产、研发、销售、服务、管理等方面改革创新，加快发展“创新+制造+服务”一体化模式，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3）企业信息与动态透明化，向孵化器以及投资公司宣传自己。初创型入孵企业在资金融合与技术提升方面存在劣势，导致短时间内其创业观点难以实现技术成果的转换，为此入孵企业应该及时宣传自己的技术优势以获取稀缺资源，在孵化器以及其他组织机构的帮助下获得更多的扶持与帮助。同时，在孵企业应加强与其他企业的知识信息的连结，主动、积极地利用企业孵化器的公共服务平台，丰富孵化器内部的网络环境，以便于解决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5   结论

本文基于微观视角，以科技型孵化器的入孵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孵化服务需求者的主观认知与客观经验甄别出孵化要素的权重，验证了创业者能力以及孵化器服务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为以后对在孵企业成长绩效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帮助；同时，将孵化理论与企业成长理论相结合来解决企业实际成长难题，采用成熟的量表，依据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得出理想结果，以期能够对我国孵化器以及在孵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帮助。但是该研究同样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的研究对象针对天津市国家级孵化器的在孵企业，因为在孵企业的特殊性，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本文仅仅用定性的方式对孵化要素进行了权重测量，但是对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以及要素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实际影响程度并未作相应的研究，这将是我们以后研究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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